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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 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

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 结果表明： 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

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 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 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

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 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
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 抑制非高技术制造

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 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 高技术制造

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 在影响机制检验中，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

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 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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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 出口总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６８ 亿

元提高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１７􀆰 ２万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 １８􀆰 ４２％。 中国对外贸易的爆炸式

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贸易增长之谜” 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追踪

的热点。 与此同时， 与中国巨大的出口总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出口 “大而不

强” 的现实问题。 中国出口贸易对外面临贸易保护主义蔓延， 国际市场需求疲软，
对内存在劳动成本、 环境成本上升等不利影响， 想要通过 “量” 来继续拉动对

外贸易的扩张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如何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改变中

国出口 “多而不强” 的局面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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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开放条件下， 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是发展中经济体实现技术赶超的重要途径之

一。 一些文献的研究表明企业进口行为中存在着 “进口中学” 效应 （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Ｌａｐｈａｍ， ２０１３） ［１］。 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目标指导下， 中国生产厂商为跨越国内生产

技术相对落后和国际市场产品质量需求相对较高的差距， 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的生产

设备 （巫强和刘志彪， ２００９） ［２］。 与此同时， 中国以加工贸易为突破点迅速融入新

一轮国际分工体系， 这都使得中国的进口中间品比重不断攀升。 那么， 大量的进口

投入品是否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呢？ 一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可以用出口复

杂度来度量。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６） ［３］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复杂度已明显超越其自身收入

水平应有的预期； 李小平等 （２０１５ａ） ［４］也发现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复杂度较

低但呈稳步上升态势。 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 为何出口技术结构会得到如此大的

提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了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 （姚洋

和张晔， ２００８［５］）。 邱斌等 （２０１２） ［６］、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７］的研究结果均表

明进口中间品与中国出口技术含量显著正相关。 但是这种 “大进大出” 的模式也

会造成 “进口依赖”， 使企业丧失创新动力 （张杰， ２０１５） ［８］。 已有研究证明企业

创新是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变动的重要因素 （郭晶和杨艳， ２０１０） ［９］。 Ｌｉｕ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１０］的实证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替代了中国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

近几年， 关于企业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增多。 这些文献分别探讨了

贸易 自 由 化 （盛 斌 和 毛 其 淋， ２０１７ ）、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李 俊 青 和 苗 二 森，
２０１８） ［１１］、 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 （余娟娟和余东升， ２０１８） ［１２］、 环境规制 （高翔和

袁凯华， ２０２０） ［１３］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与这些研究不同， 本文着重探讨进口

商品种类的结构性问题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现有关于进口和出口复杂度的研

究大多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出发， 从企业层面对进口和出口复杂度的研究还不多， 尤

其是探讨资本品和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差异性影响的研究较少。 这也是本文最

重要的创新点。 对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资本品进口对本国的影响更为直接， 被

理解为体现型技术进步； 而中间品进口效应的发挥则较为间接， 需要通过学习效

应、 研发互补等渠道。 目前有些研究区分考察了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与企业研发、
生产率的相关关系， 这些文献对于进口中间品、 资本品的经济效应研究尚未得到统

一的结论， 有些研究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康志勇， ２０１５［１４］； 张杰， ２０１５）。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从中间品和资本品双重角度来分析进口对中国出口复杂度

的作用。 本文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补充了关于进口资本品和进口中间品经济效

应的对比研究； 二是探究了进口中间品、 进口资本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产生作用的

不同机制，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

制、 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 进口资本品则通过直接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从

而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 三是为中国提升出口技术水平、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寻求新

的 “进口动力”， 丰富中国当前以进口稳出口、 促出口的选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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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口投入品与出口复杂度的理论机制

随着全球中间贸易品份额的不断增加， 国际贸易领域开始越来越关注进口中间

品对于一国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影响。 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新贸易理论就提出进口

贸易是推动一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１５］运用一般均

衡模型首次论证了进口中间品作为一种物化型技术溢出， 可以推动进口国的技术进

步， 提升一国生产率并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 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出口技术水平的作

用， 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如图 １ 所示， 通过使用先进机器设备等进口资

本品， 企业能直接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出口复杂度， 这是直接作用。 同时，
进口中间品和进口资本品还可能通过学习效应、 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企业研发创新

和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最终影响到企业出口复杂度。 学习效应和互补效应能通过促进

企业创新、 增加企业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出口复杂度， 而替代效

应则通过挤出企业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和抑制创新活动最终抑制企业出口复杂度。
第一， 学习效应。 一是产品种类机制， 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可以进口新的投入

品， 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 从而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技术活动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１６］， 进口投入品与国内投入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使得可供企业选择和使用

的投入品种类增加， 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进口价格和进口成本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１７］， 成本更低时企业就会有更充裕的资金投入研发； 二是质量机制， 企业进

口的投入品往往是国外企业研发和高技术水平的体现， 这些产品拥有更高的质量水

平， 高质量的进口投入品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 （魏浩和林薛栋， ２０１７） ［１８］； 三是干

中学效应， 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投入品进口会激励进口主体， 通过逆向工程积

极学习和模仿其中蕴含的先进技术， 最终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总的来说， 产品种

类效应、 质量机制和干中学效应都能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 增加企业研发部门的

人力资本， 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复杂度； 四是培训效应， 一些国外企业会向进口的国

内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和人员培训， 尤其是针对加工贸易企业， 为了使这些企业加工

组装的产品符合要求， 出口国会对进口国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知识与技能培训， 帮

助提升劳动效率以及知识技能， 这同时带来了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的

增加。
第二， 互补效应。 为了有效利用高质量的进口投入品， 企业必然要提高研发能

力， 加大研发投入以更好地吸收技术溢出。 同时， 对高质量进口投入品的使用还要

求企业拥有与之相匹配的上下游生产环节技术， 或者结合企业的软件研发投资， 与

进口的国外零部件形成互补。 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都显著增加，
这共同推动了企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钟建军， ２０１６） ［１９］。

第三， 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的产生有三个可能的来源： 一是当企业自主研发创

新动机不强时， 企业会从国外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和零件， 而不是自己生产， 从而

抑制了研发创新活动； 二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加工贸易出口企业被迫通过持续进口生

产设备或者关键零部件来完成发包方的采购要求， 而且发包方为了维持自身竞争优

势， 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发展中经济体企业培育出高端创新研发能力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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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三是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挤出效应。 进口的先进机器设备对研发部门人力

资本的替代， 使得进口企业的人力资本逐渐被吸收甚至锁定在低端生产环节 （黄
漓江等， ２０１７） ［２０］。 由于替代效应带来的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以及企业研发创

新活动受到抑制， 最终会降低企业出口复杂度。

图 １　 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路径

三、 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及变动

Ｔａｃｃｈｅｌｌａ等 （２０１３） ［２１］基于能力理论的迭代法， 用普遍性定义产品复杂度，
表示该出口产品的国家的数量。 这种方法能够克服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测算方法的偏差， 对

出口复杂度的衡量更加精准。
利用迭代法， 本文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ＳＩＴＣ） 三位码分类标准， 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中 １０２ 个国家 （地区）
的出口数据， 计算了 ２６０种产品的出口复杂度。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有企业出口

的每一笔海关编码 ＨＳ８位码产品的详细信息， 本文将 ＳＩＴＣ三位码归结至 ＨＳ４ 位码

产品上， 计算出企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

ＥＸＰＹ１ｉ ＝∑
ｋ

ｘｉｋ

Ｘ ｉ

× ＰＲＯＤＹｋ （１）

这里的权重是商品 ｋ 在企业 ｉ 总出口中的份额， ｘｉｋ 代表企业 ｉ 出口产品 ｋ 的出

口额， Ｘ ｉ代表企业总出口额。
本文将全部出口企业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①、 进

口企业和非进口企业， 表 １显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全部出口企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出

口复杂度均值 （ＥＸＰＹ１） 的变化趋势。 中国总出口中加工贸易中所占份额很高， 中国

出口的技术含量增加可能是由于中国进口了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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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借鉴 Ｌｉｕ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６） 的做法， 在这里将整个样本期内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出口额占总出口额

比重大于 ５０％的企业定义为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企业， 其余为混合贸易型企业。 因此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企业中可能含有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类型出口产品。



Ｆｒｅｕｎｄ， ２０１０） ［２２］。 本文重新测算了不含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出口复杂度：

ＥＸＰＹ２ｉ ＝∑
ｋ

ｘ′ｉｋ
Ｘ′ｉ

× ＰＲＯＤＹｋ （２）

其中， ｘ′ｉｋ 代表企业 ｉ 出口的产品 ｋ 中不包含加工贸易部分的出口额， Ｘ′ｉ 代表企

业 ｉ 不包含加工贸易部分的总出口额， 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公式 （１） 相同。
表 １显示了 ＥＸＰＹ１的变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我国总体企业和不同类型企

业在整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７年间我国总体企业出口复杂度上升 ９􀆰 ５０％， 加

工贸易企业增幅最大， 约为 １６􀆰 ８２％， 一般贸易企业增幅最小， 为 ８􀆰 ３４％。 从企业

贸易类型来看， 与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的结论有所区别， 本文发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并不总是高于一般贸易企业。 在 ２００１ 年以前， 加工

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低于一般贸易企业， ２００１ 年前者的出口复杂度开始略超过

后者， 并逐渐拉开差距， 直至 ２００６ 年二者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减。 本文推测， 可能

的原因是中国 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组织后， 给国内加工型外贸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

遇， 大量加工型外贸企业成立。 发包方提供的原材料和零配件迅速推高了这些企业

的出口复杂度。 然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效应， 这些企业逐渐被固化在低端

生产环节， 从而与一般贸易企业的差距开始缩减。 从企业是否进口来看， 进口企业

的出口复杂度明显高于非进口企业， 且二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变化趋势

企业类别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增加幅度

全部出口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

进口企业

非进口企业

０􀆰 ８９３４ ０􀆰 ９５８７ ０􀆰 ９１４３ １􀆰 ００４７ １􀆰 ０２３０ １􀆰 ０００９ ０􀆰 ９８１６ ０􀆰 ９７８３ ９􀆰 ５０％
０􀆰 ８９７０ ０􀆰 ９５８８ ０􀆰 ９０９８ ０􀆰 ９９７１ １􀆰 ００９９ ０􀆰 ９８５５ ０􀆰 ９７３４ ０􀆰 ９６６３ ７􀆰 ７３％
０􀆰 ８８９３ ０􀆰 ９５０５ ０􀆰 ８９７３ ０􀆰 ９８７３ ０􀆰 ９９７８ ０􀆰 ９７３２ ０􀆰 ９６５８ ０􀆰 ９６３５ ８􀆰 ３４％
０􀆰 ８９０７ ０􀆰 ９５１７ ０􀆰 ８９８６ ０􀆰 ９８８６ ０􀆰 ９９８６ ０􀆰 ９７３７ ０􀆰 ９６６０ ０􀆰 ９６４０ ８􀆰 ２３％
０􀆰 ８８４４ ０􀆰 ９５５０ ０􀆰 ９２２４ １􀆰 ０２６８ １􀆰 ０７４２ １􀆰 ０６１１ １􀆰 ０１５５ １􀆰 ０３３２ １６􀆰 ８２％
０􀆰 ８８４４ ０􀆰 ９４４８ ０􀆰 ９０２３ １􀆰 ００１１ １􀆰 ０３７５ １􀆰 ０１４０ ０􀆰 ９７８７ ０􀆰 ９８４１ １１􀆰 ２７％
０􀆰 ９１４０ ０􀆰 ９７６０ ０􀆰 ９４６４ １􀆰 ０３２４ １􀆰 ０５９３ １􀆰 ０４４８ １􀆰 ０２４９ １􀆰 ０３０３ １２􀆰 ７２％
０􀆰 ９２７１ ０􀆰 ９８２２ ０􀆰 ９４９６ １􀆰 ０２７５ １􀆰 ０４６５ １􀆰 ０２８３ １􀆰 ０１５５ １􀆰 ０１１９ ９􀆰 １６％
０􀆰 ８４５４ ０􀆰 ９２００ ０􀆰 ８４６２ ０􀆰 ９５１６ ０􀆰 ９６５７ ０􀆰 ９３７３ ０􀆰 ９３４５ ０􀆰 ９３１７ １０􀆰 ２１％
０􀆰 ８４５２ ０􀆰 ９１９９ ０􀆰 ８４５６ ０􀆰 ９５１４ ０􀆰 ９６３６ ０􀆰 ９３４５ ０􀆰 ９３４８ ０􀆰 ９３２２ １０􀆰 ３０％

注： 企业类别中第一行的数值为 ＥＸＰＹ１， 第二行为 ＥＸＰＹ２； 增加幅度反映的是 ２００７年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了多少。

为进一步分析加工贸易可能对企业出口复杂度造成的影响， 本文利用表 １将加

工贸易出口部分剔除前后的企业出口复杂度绘制在同一张图中， 图 ２ 显示： 第一，
全部出口企业的 ＥＸＰＹ２与 ＥＸＰＹ１相比发生了明显的下降， 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 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出口复杂度 （陈晓华等， ２０１１） ［２３］；
第二， 一般贸易和非进口企业的变化率非常小， 说明加工贸易并未对这两类企业出

口复杂度造成显著影响； 第三， 加工贸易和进口企业的变化率非常大， ＥＸＰＹ２ 相较

于 ＥＸＰＹ１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说明加工贸易使这两类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被

“高估”； 第四， 全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被 “高估” 主要是由进口企业和加工贸易

企业， 而不是一般贸易企业和非进口企业带来的， 这一结论可以用加工贸易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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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差异来解释。 加工贸易企业和进口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远大于一般贸易企

业和非进口企业， 在样本期内， 加工贸易企业总出口中约 ９５％为加工贸易出口， 一般

贸易企业为 ８％； 进口企业中超过六成是加工贸易出口， 非进口企业该占比仅为 ７％。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变动趋势图

注： 企业类别前的图标为 ＥＸＰＹ１ ， 企业类别后的图标为 ＥＸＰＹ２ 。

四、 计量模型、 变量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ＥＸＰ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Ｍｉｔ ＋ β Ｘ ｉｔ ＋ ｖｉ ＋ εｉｔ （３）

其中， 下标 ｉ、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年份， εｉｔ 为遵从 ｉｉｄ 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被解

释变量是 ＥＸＰＹ， 是剔除加工贸易部分测算的出口复杂度。 核心解释变量为 ＩＭ， 为

企业进口投入品的比重。 本文按照广义经济分类标准 （ＢＥＣ） 对企业的进口投入

品进行划分①。 用 ＩＭ１表示企业进口中间品的比重， ＩＭ２表示进口资本品的比重。 借

鉴张杰等 （２０１５） ［２４］的做法， 将比重定义为企业进口中间品与进口资本品占企业工

业中间投入的比重。
（二） 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考虑到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模型估计企业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

响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因为出口复杂度更高的企业可能具有更大的技术优

势和生产率优势做出选择进口的决策， 此时模型会因为逆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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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品主要包括机器设备 （ＢＥＣ代码为 ４１、 ５２１）， 中间品包括投入生产的初级品 （１１１、 ２１、 ３１）、 半成

品 （１２１、 ２２、 ３２２） 和零部件 （４２、 ５３）。 本文在将样本期内出口企业的 ＨＳ８ 位码进口产品归结至相应的 ＨＳ６
位码产品后， 分别使用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的 ＢＥＣ－ＨＳ对应表， 识别出企业进口中的资本品和中间品。



问题。 基于此， 本文借鉴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２） ［２５］的做法， 使用进口关税构造了企业进口

中间品和进口资本品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回归， 以解决内

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的指标构造方法如下：

ＩＶｉｎｐｕｔ
ｉｔ ＝∑ ｋ∈Ωｉｔ

δｉｋαｋｔ （４）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ｋ 表示 ＨＳ６ 位码产品， Wｉｔ表示企业在第 ｔ 年进口的产品集

合， αｋｔ 表示 ｔ 年产品 ｋ 的进口关税率。 δｉｋ 为固定权重， 是样本期内企业首次进口中

间品 （资本品） 占企业中间品 （资本品） 总进口额的比重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７） ［２６］。 之所以使用固定权重， 是为了控制全球供给的波动对中国企业创新活

动、 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 尽可能保证该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这里所使用的 ＨＳ６
位码产品的关税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关税数据库 （ＷＴＯ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三） 变量说明

为了控制其他影响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因素，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加入控制

变量 Ｘ ｉｔ： Ｋｌ 表示资本密集度， 用企业固定资产与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比值取

对数表示； Ｓｃａｌｅ 表示企业规模， 用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取对数表示； ＨＨＩ
表示赫芬达尔指数， 该指数越大表示产业市场集中度越高， 即垄断程度越大； Ａｇｅ
表示企业年龄， 为企业当年年份和成立年份之差； Ｓｕｂｓｉｄｙ 表示政府补贴， 当企业

获得补贴时，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１， 否则为 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表示企业融资约束， 为利息支出占固

定资产的比值， 该值越大， 表明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低， 融资约束问题越小；
Ｔａｘ 表示企业税负， 为本年应交增值税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表示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按照企业实收资本占比大于 ５０％进行划分。 主要变量的统

计性描述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ＸＰＹ １３５ ８２５ １􀆰 ０２５ ０􀆰 ７３３ ９􀆰 ８１ｅ－０６ ７􀆰 ９９５
ＩＭ１ １２９ ５９９ １０􀆰 ７６ ２􀆰 ７６６ ０􀆰 ０３４８ ２３􀆰 ６９
ＩＭ２ ７２ １９４ ９􀆰 ５０４ ２􀆰 ５５２ ０􀆰 ０３４２ ２２􀆰 １２

中间品关税 １２７ ３０６ ０􀆰 ０９３１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 ３００
资本品关税 ７１ ３４８ ０􀆰 ０８２０ ０􀆰 ０５４９ ０ ０􀆰 ２４０

Ｋｌ １３５ ５５１ ３􀆰 ８８３ １􀆰 ３６０ －５􀆰 ７４９ ９􀆰 ９３２
Ｓｃａｌｅ １３５ ８２５ ５􀆰 ４７８ １􀆰 １４４ ２􀆰 ９９６ ８􀆰 ５４９
ＨＨＩ １３５ ８２５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０１８５ １
Ａｇｅ １３５ ８２５ ８􀆰 ７０７ ７􀆰 ７９６ １ ５８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１３５ ８２５ ０􀆰 ２４８ ０􀆰 ４３２ ０ 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３５ ５５１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６４３ －０􀆰 ０５２６ ０􀆰 ３９８
Ｔａｘ １３５ ８２５ ０􀆰 ０９９２ ０􀆰 ２９３ ０ ４０􀆰 ０３
Ｓｔａｔｅ １３５ ８２５ ０􀆰 ０２７９ ０􀆰 １６５ ０ 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１３５ ８２５ ０􀆰 ３３５ ０􀆰 ４７２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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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五个来源： 一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为解决同一企业在不同年份会发生代码或名称改变的问题， 本文对样本期内的企业

进行匹配并重新编码。 ２００２年新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表》 颁布并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正式实施， 本文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企业行业分类代码按照新的标准进行调整， 对

第一套数据还进行了删选负值、 缺失值、 零值， 删除明显违反公认会计准则样本等

处理； 二是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鉴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出口

复杂度的影响， 保留了第一套和第二套数据库中被匹配成功同时有进出口的企业样

本； 三是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中的 １０２个国家 （地区） 的产品出口数据， 用于计算

产品出口复杂度； 四是 ＷＴＯ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数据库中的中国 ＨＳ６ 位码的

进口关税数据， 以此计算进口中间品和进口资本品的工具变量； 五是国际信息中心

（ＣＥＰＩＩ） 的世界贸易数据库 （ＢＡＣＩ）， 用于测算 ＨＳ６分位下的产品出口复杂度。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为 ２ＳＬＳ的基准回归结果。 进口中间品系数显著为负， 进口资本品系数显

著为正， 这表明进口中间品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 而进口资本

品则对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本文认为这一结果是符合中国现实情

况的。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以加工贸易融入产业内分工体系， 大部分中间品是

加工贸易企业为完成加工组装需求而进口的， 企业在进口中间品、 加工组装到最后

出口制成品的过程中， 无需进行研发创新就能完成对出口产品的生产， 这对于中国

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强烈的 “替代作用” （张杰， ２０１５）。 而且以大量中间

品进口为特征的加工贸易行为还有可能将企业的人力资本锁定在低端生产环节， 企

业由于缺乏研发人员而对进口中间品中的技术溢出吸收不足， 失去了技术赶超、 转

型升级的机会， 最终造成出口企业在低复杂度环节的低端锁定效应。 此外， 中国的

中间品进口中含有大量初级产品， 这些产品的质量并不高， 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的技

术溢出非常少， 这对于企业的研发动力和研发空间都有抑制作用。 进口资本品与企

业出口复杂度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资本品进口对提升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

平、 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李小平等 （２０１５ｂ） ［２７］认为出口产品质量

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各贸易伙伴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 本文这一结论意

味着通过进口战略政策的引导， 出口产品升级能为破解中国当前所遭遇的外贸形势

恶化带来积极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企业资本密集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与预期

是相符的， 目前资本积累仍然是中国大部分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重要物质基础。 企

业规模与出口复杂度之间显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明出口复杂度较高的企业反

而是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 这与中国企业的出口结构特征较为一致， 按照已有的资

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优势， 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意味着企业若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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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复杂度产品， 那其所占据的国际市场份额也会相对较小， 这与闫志俊和于津平

（２０１８） ［２８］的结论相同。 赫芬达尔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中国那些垄断势力

越强的行业其行业内的企业出口技术水平越高。 企业年龄与企业出口复杂度为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企业年龄的增长并未带来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可能的原因

是生存时间长的企业存在产业转型困难， 组织惰性使得企业年龄成为企业出口结构

改善以及出口技术提升的内在障碍 （余娟娟和余东升， ２０１８）①。
本文选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进行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 若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０， 则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选取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进行弱

工具变量检验， 一般从经验上认为其值大于 １０ 即通过了弱工具检验。 对表 ３ 中模

型进行这两个检验后， 结果表明 ＩＭ１ 和 ＩＭ２ 的工具变量都强烈拒绝了不可识别、 弱

工具的原假设。 下文所有 ２ＳＬＳ回归模型中 ＩＭ１ 和 ＩＭ２ 的工具变量也都通过了这两

个检验， 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变量 （１） （２）

ＩＭ１
－０􀆰 ０５４３∗∗∗

（－９􀆰 １５）

ＩＭ２
０􀆰 ０１７８∗∗∗

（３􀆰 ２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２７ ０３８ ７１ ２２２

Ｆ 值
１４􀆰 ９９ １２􀆰 ５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ｔ统计量； 方括号内数值为 ｐ统计量；∗∗∗表示 １％显著性水平。

（二） 异质性回归结果

本文进一步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在不同所有权属性的企业中， 进口投入品

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是否会产生不同作用， 这是因为在中国背景下， 为了吸收更多外

资进入， 有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这些优惠政策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无法享

受的， 所以本文将进一步观察进口投入品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差异； 二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是目前调整产业结构、 带动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的重要手段， 有必要对进口投入品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进行

探究； 三是不同贸易类型企业中进口资本品和进口中间品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

异。 为了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探究， 本文按企业所有权不同、 是否属于高新技术制

造业、 企业贸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 为了更好地区别加工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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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回归结果中的 Ｒ２ 存在负值， 因此未进行报告。 在 Ｓｔａｔａ 操作手册中， Ｓｒｉｂｎｅｙ 等 （２００５） 认为 Ｒ２

在 ２ＳＬＳ中可能是负数， 即 ＲＳＳ＞ＴＳＳ， 并通过模拟证明它对于模型好坏的评估不产生任何影响。 为保证本文模

型的可靠性， 本文在表 ３中汇报了 Ｆ检验的值， 若它对应的 ｐ值小于 ０􀆰 ０５， 则可以认为模型整体是显著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ａ􀆰 ｃｏｍ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ｆａｑ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 ．



业， 此处按照 Ｔａｎｇ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 ［２９］的方法， 某企业一旦有加工贸易出口就定义

为加工贸易企业； 而一般贸易企业定义为仅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 进口中间品和进

口资本品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４和表 ５。
表 ４第 （１）、 （２） 列是对企业不同所有权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无论是本

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进口中间品都对其出口复杂度有显著抑制作用。 从回归系数

大小来看， 中间品进口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本土企业。 第

（３）、 （４） 列是对是否属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估计结果， 中间品进口对属于非高新技

术行业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有显著抑制作用， 而对属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则产生了

显著的正向提升效应。 第 （５）、 （６） 列是对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进

口中间品只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复杂度存在抑制效应， 而对一般贸易企业则产生了

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 表 ５显示， 进口资本品对本土企业、 高新技术行业企业、 一

般贸易型企业的出口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提升效应， 而对外资企业、 非高新技术行

业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未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表 ４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异质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变量

按企业所有权 按高技术行业 按企业贸易类型

外资 本土 高新行业 非高新行业 一般 加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Ｍ１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５４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６２０∗∗∗ 　 ０􀆰 ０６６４∗∗∗ 　 －０􀆰 ０８３９∗∗∗

（－６􀆰 １６） （－７􀆰 ４１） （２􀆰 １２） （－１１􀆰 ６４） （２􀆰 ７９） （－１１􀆰 ９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４ ０６１ ８２ ９７７ １６ ２３２ １１０ ８０６ ４４ ６４１ ８１ ４５６

Ｆ 值
１５􀆰 ９７ ８􀆰 ６４ ４􀆰 ５１ １９􀆰 ７３ ７􀆰 ４６ １７􀆰 ３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ｔ统计量； 方括号内数值为 ｐ统计量；∗∗、∗∗∗分别表示 ５％、 １％显著性水平。

表 ５　 进口资本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异质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变量

按企业所有权 按高技术行业 按企业贸易类型

外资 本土 高新行业 非高新行业 一般 加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Ｍ２
０􀆰 ００８５８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８６４∗∗∗ ０􀆰 ００６５７ ０􀆰 ０５６９∗∗∗ ０􀆰 ００１２９
（１􀆰 ０３） （３􀆰 ６８） （３􀆰 ３１） （１􀆰 ３４） （５􀆰 １０） （０􀆰 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０ ７３４ ４０ ４８８ １３ ２２０ ５８ ００２ ２６ ８２７ ４３ ６８７

Ｆ 值
１７􀆰 ５８ ４􀆰 ５９ ３􀆰 ６６ １１􀆰 １４ ８􀆰 ８５ ４􀆰 ０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ｔ统计量； 方括号内数值为 ｐ统计量；∗∗∗表示 １％显著性水平。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 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要强

于本土企业， 并且进口资本品只提升了本土企业而未提升外资企业的出口复杂度。
戴觅等 （２０１４） ［３０］发现外资企业出口中超过七成为加工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密集度

高是造成中国外资出口企业低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进口投入品在本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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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资企业中的这种差异， 恰恰是外贸企业被加工贸易主导的结果。 第二， 对于高

新技术行业企业来说， 中间品进口和资本品进口都能显著提升出口复杂度。 区别于

非高新技术行业， 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为高新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的企业集合， 这意

味着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要远远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 这恰好证明了研发投入

确实是进口投入品影响出口复杂度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 中间品进口对一般贸易

型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对加工贸易型企业出口复杂度则

存在抑制作用。 这一结果印证了以大量中间品进口为特征的加工贸易确实是造成出

口企业在低技术复杂度环节被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 同时，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来

说， 成套进口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并不需要再加工生产成最终品， 而是充当资本存

量， 工人只需要学会操作、 使用这些资本存量完成加工组装即可。 因此加工贸易型

企业在进口了资本品后并不存在研发激励， 这也解释了进口资本品对加工贸易型企

业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
（三） 稳健性分析

１􀆰 进口指标

前文使用进口中间品 （资本品） 占工业中间投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进口比

重。 这里更换进口指标的衡量办法， 将进口比重定义为进口中间品 （资本品） 占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回归结果见表 ６ 第 （１）、 （２） 列， 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

著性没有发生变化。
２􀆰 出口复杂度测算

前文使用的是在 ＳＩＴＣ ３位码分类标准下测算出的产品出口复杂度。 由于 ３ 位

码分类标准对产品的划分过于宽泛， 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此， 本文利用

ＣＥＰＩＩ ＢＡＣＩ数据库， 重新计算了 ＨＳ６ 位码下的产品出口复杂度， 然后使用公式

（２） 计算企业出口复杂度。 回归结果见表 ６第 （３）、 （４） 列。 核心解释变量的符

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进口指标 出口复杂度测算

（１） （２） （３） （４）

ＩＭ１
－０􀆰 ０４５４∗∗∗ －０􀆰 ３１８∗∗∗

（－９􀆰 ２０） （－１４􀆰 ９４）

ＩＭ２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０７∗∗

（３􀆰 ３０） （２􀆰 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 １２７ ０３８ ７１ ２２２ １２７ ０３８ ７１ ２２２

Ｆ 值
１５􀆰 １４ １２􀆰 ５７ １３６􀆰 １３ ２􀆰 １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０８］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ｔ统计量； 方括号内数值为 ｐ统计量；∗∗、∗∗∗分别表示 ５％、 １％显著性水平。

（四） 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将重点实证检验进口投入品影响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内在机制。 根据上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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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进口投入品至少会通过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本影响企业出口复杂度。 关于

企业研发创新的衡量， 首先采用研发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加 １ 取对数的方法，
构建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指标， 同时， 选择企业新产品产值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加 １
取对数的方法， 构建企业研发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 关于人力资本指标， 本文参考

李波和蒋殿春 （２０１９） ［３１］的做法， 使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代理

变量， 考虑到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能完全反映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变动情况， 借鉴

邢春冰和李春顶 （２０１３） ［３２］的做法， 将企业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劳动力比例①作为

企业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借鉴余泳泽等 （２０１９） ［３３］的做法， 在对进口中

间品和进口资本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回归的基础上， 进一步用进口投入品分别对研

发创新和人力资本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第 （１） — （４） 列显示

了进口投入品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 而资本品进口的影响不显著； 资本品进口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而进口

中间品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 ７ 第 （５） — （８） 列为进口投入品对企业人力资本的

影响， 进口中间品、 进口资本品都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投入， 进口中间

品显著抑制了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增加， 进口资本品与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存在正

相关关系，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７　 进口投入品对企业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检验 （２ＳＬＳ）

变量

企业研发创新 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 新产品产值 职工教育经费 中高职称技师比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Ｍ１
　 －０􀆰 ０００３１９∗∗ 　 －０􀆰 ０００５５６ 　 ０􀆰 ０００５０８∗∗∗ 　 －０􀆰 ００１３８∗∗∗

（－２􀆰 ３０） （－０􀆰 ３２） （４􀆰 ３５） （－４􀆰 ８８）

ＩＭ２
－０􀆰 ０００２０４ ０􀆰 ００３６２∗∗ ０􀆰 ０００１７０∗∗∗ ０􀆰 ０００３１５
（－１􀆰 ４５） （２􀆰 ４５） （３􀆰 ９６） （０􀆰 ７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 ７３ ０８９ ３９ ５９５ １０７ ８６３ ６０ ０９９ １２７ ０３２ ７１ ２１７ １９ ４０６ １１ １０７

Ｆ 值
２０􀆰 ８４ １４􀆰 ４８ ２４􀆰 １７ １１􀆰 ７９ １２􀆰 ０５ ３５􀆰 ７２ １５４􀆰 ６９ ８５􀆰 ８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 ｔ统计量；方括号内数值为 ｐ统计量；∗∗、∗∗∗分别表示 ５％、１％显著性水平。

以上结果表明： 第一， 进口中间品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部门的人力

资本增加。 一是由于大量中间品是由加工贸易企业进口， 由于加工贸易型企业研发

动力不足和发包方对加工贸易型企业培养自身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的限制， 引致了

中间品进口对研发投入和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 二是进口中间品中大多为

初级中间品， 这些初级中间品质量并不高， 进口企业能从中获得的技术溢出不多，
研发空间有限。 第二， 进口中间品和进口资本品对职工教育经费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由前文分析可知， 这可能是由培训效应带来的。 第三， 进口资本品对企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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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只有 ２００４ 年的高技术职称和和中技术职称的数据， 因此

表 ７第 （７）、 （８） 列回归为横截面回归。



投入和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无显著影响， 但企业新产品产值却显著增加， 这意味着

进口资本品是通过直接作用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 即在进口到国外更先进更好的机

器设备后， 一些由于技术限制而无法生产的产品现在可以投入生产， 企业新产品产

值在研发投入未增加的情况下得到了显著增加。 总的来说，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

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研发投入被抑制、 研发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进

口资本品则主要通过直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

六、 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 中国从战略高度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积极扩大进口， 实施进口鼓

励政策， 尤其是增加先进技术、 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 以发挥进口对技术升

级、 产业升级、 出口升级的多方位促进作用。 当前， 中美贸易摩擦、 国际疫情蔓延

给中国出口增长带来了挑战， 在此背景下， 审视进口中间品和进口资本品到底给中

国出口造成怎样的影响有助于对中国进口促进战略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 本文实证

结果表明： 整体上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而中间品

进口则存在抑制作用。 但在不同贸易类型、 不同所有权、 高新技术和非高新技术制

造业企业中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

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 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

引致， 进口资本品则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
根据研究结果， 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中间品进口对优化出口产品结

构、 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有限， 而资本品进口更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出口技术

水平提升， 因此， 一方面需坚持扩大资本品进口的战略政策； 另一方面需对中间品进

口和资本品进口有所区分， 逐步扩大资本品在总进口投入品中的比重。 此外， 政府应

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 实现技术转移和

技术外溢， 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进一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第二， 企业研发

是进口品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的重要渠道， 政府在鼓励企业进口先进生产设备与技术

的同时， 不可忽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防止落入 “技术引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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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ｎ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ｎ⁃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Ｒ＆Ｄ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ｕ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Ｒ＆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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